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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通过较快的资本积累和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欠发达国家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然而，这样的经济收敛仅仅发生于东亚少数几个欠发达经济。我认为：一个经济的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是决定收敛是否会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重要因素。假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起来并生存，政府将必须采用扭曲利率、汇率和其他价格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来补贴/保护这些企业。市场的作用会受到抑制，寻租行为将会盛行。结果，这个经济的发展绩效会很差，收敛也就不会发生。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比较优势做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这个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快速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实现收敛。根据跨国经验数据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证实在产业/技术选择上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实现收敛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目标，改善市场的作用，鼓励企业在做产业/技术选择时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引 言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被分为两类，一类由富裕的、工业化的、发达的国家（DCs）组成，另外一类则包括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的国家（LDCs）。第一类国家广泛使用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而第二类国家却主要使用过时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的富裕根源于它们的产业和技术优势。19世纪以来，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成为摆在欠发达国家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课题(Gerschenkron 1962, Lal 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力图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确确实实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且趋向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认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于是，为了支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扭曲措施。通过扭曲，虽可能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过却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结果，收敛的目标未能实现。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结构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无论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如此。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和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能反应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

我下面的演讲由以下内容构成：我将首先对关于经济增长与收敛问题的最新理论发展做一简短的讨论，然后，我将讨论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问题和经济的比较优势，以及它们与要素禀赋的关系。之后，我将分析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发展战略的统计测度，并给出发展战略对收敛的影响的计量经济学估计。在总结性评论中，我将讨论本演讲的政策含义。

二、增长理论评论 

战后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鼓励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干预政策，加速资本积累，追求“内向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直接瞄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 (Chenery 1961, Warr 1994)。苏联国家建设的初始成功，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悲观情绪，对市场缺乏信心，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都强烈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 (Rosenstein-Rodan 1943, Prebisch 1959)。1950年代以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采取了这类发展战略(Krueger 1992)。

根据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的开拓性工作，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同样的技术而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美国不同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Baumol, 1986)，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Pearson et al. 1969; Romer 1994)。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的事实，罗默(Romer 1986, 1990)和卢卡斯(Lucas 1988)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创新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发展、“干中学”等因素内生决定的。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对于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超乎常规的增长和收敛的现象，新增长理论并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Pack 1994,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欠发达国家一般使用那些处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 (Caselli and Coleman, 2000)。采用新的前沿技术的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只能通过研究和发展或其它创造知识的机制实现。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存技术和技术转移实现技术创新。很显然，通过研究和发展实现的技术创新成本要远高于通过模仿或其他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技术创新，因此，从发达国家向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有助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产生新技术的机制对理解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性没有什么帮助。

不过，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到处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仍然面临哪类技术适合自己模仿或引进的问题。

合适技术的思想首次被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Atkinson and Stiglitz 1969)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他们提出了“局部性的干中学”(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概念。发展经济学中的类似观点由舒马赫(Schumacher 1973)提出。对合适技术的研究最近重新被 迪万和罗德里克（Diwan and Rodrick 1991）、巴苏和维尔（Basu and Weil 1998）、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Acemoglu and Zilibotti 1999）等人的研究提出。
但是建立在合适技术观点的理论模型对于收敛问题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巴苏和维尔(Basu and Weil 1998) 认为欠发达国家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是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个障碍。他们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提高储蓄率来利用先进技术，就有可能经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时期。可是，他们的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非洲和四小龙之外的亚洲国家政府提高储蓄率的努力没有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罗德里克(Rodrick 2000)在一个跨国研究中显示，增长率决定储蓄率，而不是储蓄率决定增长率；同时，难于将提高储蓄率看成是触发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相反，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Acemoglu and Zilibotti 1999) 强调进口技术的坏处。在他们的理论框架里，发达国家的技术是由熟练工人使用的。当技术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时候，技术是由非熟练工人使用的。劳动技巧和技术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和总要素生产率方面出现巨大差距。在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看来，改善工人的技巧基础和人力资本对于收入收敛是至关重要的，卢卡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Lucas 1993)。然而，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使用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他们假设欠发达国家总是使用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的技术，而不是技术前沿以内的技术。

合适技术观点并没有回答欠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合适角色是什么的问题。虽然知识扩散与合适技术之间的关系表明需要选择一个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遵循的发展路径，但是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是重要的，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政府是否应该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直接提供补贴，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
三、自生能力、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
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它的技术和产业的函数。如果两个国家有相同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则它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基本相同。为了理解欠发达国家的收入是如何向发达国家收敛的，我们需要弄清楚欠发达国家怎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我先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含义，以及企业自生能力和其产业和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

我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很显然，如果一个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


图1中的等产量线上的各点代表生产既定数量的某一产品的各种可能生产技术或所需要的不同的资本和劳动的组合。A点代表的技术比B点更为劳动密集。C、C1、D、D1是等成本线，等成本线的斜率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在一个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经济里（如等成本线C和C1所表示的那样），生产既定数量的产出采纳A点所代表的成本最低。当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的时候（如等成本线D和D1所表示的那样），采用B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


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市场经济中，如图1所示，一个企业只有在生产中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时才是有自生能力的。在图1中，如果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是C曲线，则采用A点代表的技术就是成本最低的，任何其他技术选择，如B点，就会导致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将使选择A点以外的各种技术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在一个竞争市场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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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当劳动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类似于图1中的C线，当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就会变化为类似于图1中的D线。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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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讨论可以扩展到生产许多不同产品的一个产业，以及拥有许多不同产业的经济中去。如图2所示， I1、 I2、I3分别代表产业I中具有相同产出价值的三个不同产品的等产量线，三个产品的平均相对资本密集度从I1到I 3递增。如图2所示，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品和技术选择是否位于最低成本线上，该线又是由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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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可由其所有不同产品的等产值曲线的包络线来代表。一个产业的等产值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该产业中以一个特定技术生产的某一特定产品，同一个等产值线上的所有产品都有相同的价值。如图3所示，一个有三个不同产业（用I、J和K三个产业等产值线表示）的经济，图上的三各产业有相同的产值。如果劳动相对丰裕，等成本线是C，则该经济在I和J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进入这两个产业并选择相应的技术生产产品I1（或J1）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假定随着资本相对丰裕度的提高，等成本线变化到D线，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将相应变化，企业也只有将自己的产品或技术J1调整到产业J中的J2，或者转移到K产业并生产K1产品，才能继续保持自生能力。在I产业生产I1产品的企业就会丧失自生能力。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
四、可选择的发展战略
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激励结构。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我将分析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我将发展战略大概分为两个不同的大类：(i)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 (ii)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为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时提供便利。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该战略的典型。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不过，战略转换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分析战略影响的好机会。
IV.1：发展战略的特征

(i)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
 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他们的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曲线还如图3中的C时，他们就想发展一些类似K的产业，并K1所代表的技术（资本和劳动比率）来生产该产品
。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K1产品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遭致相当于等成本曲线C和C1 之间距离的损失。我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 burden）。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企业的损失。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 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然而，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有限而且主要是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


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便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因为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诱致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企业会使用政策性负担做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等，以便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
 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做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Lin and Tan 1999)。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ii) 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

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替代性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鼓励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生产中选择能够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技术。如上所述，该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适合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然而，作为微观单位的企业的经理人员，不大可能充分认识到或者辨识出实际的禀赋条件。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企业产出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只有当要素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度时，他们才能进入一个正确的产业，选择一个正确的生产技术，而这又只能在市场是竞争性的时候才能做到。因此，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它的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假定一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免费获取关于产品市场、产业和生产技术的各种信息。所以，当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企业能够相应升级它的产品或技术，或者顺利地从资本相对不密集的产业转向资本相对更为密集的产业。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可自由获得的。因此，花费一定资源搜寻和分析产业、产品及技术的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相应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得同样的信息，信息重复投资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的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使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过于雄心勃勃，新的市场太小，协调不适当等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它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消失。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红利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中都可以有产业政策，但这两种战略中的产业政策存在本质的差异。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到鼓励的新产业和技术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是一致的，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并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应该是有自生能力的，少量有一定期限的补贴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的汽车生产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的产业政策差异。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汽车工业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梦想。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选择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的经验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应该采取促进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观点。韩国在1970年代中期制定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有限程度的成功。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开始于1950年代，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自那时起到现在都需要仰仗政府的保护才能生存。同样一个产业政策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旦我们将这些国家制定和开始执行它们的产业政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问题就会变得很清楚 (参见表1) 。
表1：人均收入水平 (单位： 1990年 Geary Khamis美元)

	
	美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中国

	1955
	10,970
	2,695
	1,197
	665
	818

	1965
	14,017
	5,771
	1,578
	785
	945

	1975
	16,060
	10,973
	3,475
	900
	1250


资料来源：Maddison, Angus.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ECD, 1995, pp. 196-205.

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丰裕度的好的近似。高收入国家资本丰裕，工资率高，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则相反。表1表明，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执行它的汽车产业政策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40%。汽车产业那时并不是最为资本密集的产业，日本那时也不是资本稀缺的经济。日本通产省仅仅对日产和丰田提供了支持。然而，超过十家企业置通产省不要进入汽车产业的劝告于不顾，也开始生产汽车，虽然他们没有得到通产省的支持，但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上面的证据表明，在1960年代中，日本的汽车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通产省推动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属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政策。当韩国在1970年代中执行汽车工业发展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大约20%，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30%。这可能就是韩国政府需要给予它的汽车企业比日本政府所给予的更多、更久的支持的原因。即使有这样的支持，韩国的三个汽车企业最近还是有两个陷入破产困境。当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代执行它们的汽车工业发展政策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一点都没有自生能力，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生存仍然要依靠政府的高度保护。

IV.2：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本的积累上，以及它对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决定性影响。人力资本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近年来已经受到发展文献的大量关注。最近旨在解释跨国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中已经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并且已经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 Caselli, Esquivel and Lefort 1996; Klenow and Rodriguez 1997; Barro 1997)。

人力资本积累在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很快。这种升级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即使升级的过程是对更为先进的国家现存的产业和技术的模仿。经理人员或工人们在升级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新技巧、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他们也需要对引进的技术做出许多改良，以便适应本国的环境。提高经理人员和工人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他们应付不确定性，进行必要的改良(Schultz 1975)。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时，它将离开成熟的，向比较新的、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产业和技术靠拢，这将要求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在新的、前沿性的产业和技术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越来越强。
 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在收敛过程中同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人力资本并不是物质资本的替代物，人力资本的过渡积累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印度、拉丁美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他们对其祖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很小。不过，这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的祖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低，以致它们中的许多人不大可能在祖国找到合适的位置去利用他们的人力资本。 

IV.3：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比较
试图赶超发达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包括知识精英，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大多数人直接观察到的是发达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的差距，以及产业和技术结构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然而，遵从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使一个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事实上会扼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许多其它理论也都试图解释欠发达国家在取得持续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i)资本积累

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所以，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想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提供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活动人的储蓄率。当一个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技术时，做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结果，这个企业将是有竞争力的，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最大的剩余或利润。同时，当资本用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时，资本有最大可能的回报率，因此，经济活动人的储蓄激励最高。而且，政府不会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也不会动用行政力量创造合法的垄断，于是，就不存在浪费性的寻租活动。企业将拥有硬的预算约束，需要通过提高管理和竞争力赚取利润。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导致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恰恰相反的结果。处于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的竞争力、资本回报率、寻租活动、预算约束软化等方面都是如此。所以，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将快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

(ii) 技术转移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 (Basu and Weil, 1998)。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小，因为新的与老的产业和技术之间的差距在前一战略下要比在后一战略下小(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7)。而且，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对许多目标技术的专利保护可能已经过期，即使仍然处于专利保护之下，购买专利的费用也将低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标技术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标技术要旧一些。有时，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可能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需要“再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自己投资于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研究和发展。所以，技术的获取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比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低。

(iii) 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

许多经验研究表明，更为开放的国家的收敛趋势要比更为封闭的国家的收敛趋势大 (Harberger 1984, Dollar 1992, Warner 1992, Ben-David 1993, Sachs and Warner 1995, Harrison 1996, Michaely 1977, Frankel and Romer 1999)。国际贸易被认为是有利于国际间的技术扩散。李(Lee 1995)发现，进口更多资本品的国家倾向于增长更快，这意味着新技术可能体现在资本品中。然而，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Rodríguez and Rodrik 2000)却认为，“这个文献中的经验分析所牵涉到的方法论问题使人们可以对这些结果给出不同的解释”，贸易政策的作用并不清楚。如果设备的进口促进了技术转移，那么政府是应该采取措施促进设备进口，还是最好是追求贸易自由化，实行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在我们的框架里，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程度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决定的参数。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受到削弱是因为资源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去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会被高估，而阻碍了出口。社会主义经济、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与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出口也会是没有利润的。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它的政策支持。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会很少，会积累很多外债，使这个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对于欠发达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出口，可能要比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进口替代要好。然而，选择鼓励出口战略的经济整体绩效将比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经济差。
 因此，并不是更为外贸导向的政策就是促进欠发达国家增长的更好的政策。 


(iv) 金融深化

自从肖(Shaw 1969)和麦金农(Mckinnon 1973)的先驱性著作问世以来，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常用来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标要么是M2与GDP的比值，要么是金融中介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贷值与GDP的比值。这种关系受到列文(Levine 1997, 2000)、拉贾和泽盖尔斯(Rajan and Zingales 1998)的经验研究的支持。 


然而，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内生决定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发展战略的载体是大型企业。为了满足并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政府常常对企业实行国有化，越过金融中介，使用直接的财政拨款向这些企业提供支持，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印度和其它欠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政府依靠私人企业充当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载体，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也是很大的，并且只能通过严重管制的垄断性银行体系才能满足这种需要。无论哪一种情况，金融体系都发育不健全。然而，欠发达国家最有竞争能力和活力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它们在获取金融服务时经常受到歧视甚至根本得不到服务。所以，金融体系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而且，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虽然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享有优先权，但是却没有自生能力，可能也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常常因为向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贷款而积累了大量坏帐，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发展战略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从比较优势的战略。

(v) 宏观经济稳定

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不稳定会阻碍长期增长(Barro 1997 etc.)。如果欠发达国家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依靠优惠贷款、贸易壁垒保护和其它的政策支持才能生存。因为现有的比较优势没有被利用，所以经济作为整体是没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能实现，经济绩效因此很差，国民经济的金融部门脆弱，外汇帐户不佳。当财政赤字、债务负担和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宏观经济稳定就会难以为继。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拥有更好的外汇帐户、更为健康的金融和财政体系，能够更有力地抵御外部冲击，所以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更好。
 


(vi)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最为古老的研究课题之一。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了一个倒U形假说，认为不平等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扩大，晚期倾向于缩小。经验证据对于这个假说的支持是混淆的。鲍克特(Paukert 1973)、克莱恩(Cline 1975)、钱纳里和赛尔奎因(Chenery and Syrquin 1975)、阿鲁瓦利亚(Ahluwalia 1976)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然而，菲尔兹(Fields 1991)对19个国家43个年份数据资料的研究发现，穷国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富国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不过，费景汉、拉尼斯和郭(Fei, Ranis, and Kuo 1979)对台湾的研究表明，台湾经济增长与平等是相伴生的。我认为，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欠发达国家穷人最重要的资产是自己的劳动力。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通过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工资率，而使穷人有机会分享增长的好处。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会通过促进更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减少穷人的工作机会，压低穷人的工资率；同时，增长也不是可持续的，当经济崩溃的时候，穷人将遭受最大的困难，最近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形即是如此 (Stiglitz 1998)。

IV.4: 发展战略的选择

20世纪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忽略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它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中的一种，例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提倡者常常混淆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他们提倡欠发达国家抛开要素禀赋中资本相对稀缺的约束，直接建立与发达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认为，如果欠发达国家绕过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阶段，经济发展就可以加速。

我认为与发展与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国际间技术扩散、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的关键。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而后者又相应取决于其资本积累的速度，资本积累的速度又取决于经济活动人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要素禀赋结构会升级得更快，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东亚“四小龙”发展经验是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优点的很好例证。
与其它发展中经济类似，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二战后十分贫穷。1950年代初，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资本和外汇极端缺乏，人均收入很低。与其它发展中经济类似，它们也面临选择合适路径以发展经济的问题。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一开始选择的是进口替代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在初始阶段就发展重工业的尝试。相反，根据它们的要素禀赋，它们积极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扩大外向型经济，以便充分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 


在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因为资本变得越来越充裕，工资率也在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和资本密较为集的产业所取代。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有充裕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当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变为更为资本、技术密集时，“四小龙”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动态变化的机会。通过贸易联系和经济开放，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亚洲经济。由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亚洲四小龙”十分具有竞争力，能够取得快速的资本积累。伴随着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它们的产业逐渐升级为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因此，“四小龙”能够维持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然后达到或接近了发达经济的水平。这一杰出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195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经济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这一战略。为什么香港从来没有尝试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却很快就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这些小龙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它们的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导致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拉尼斯和穆罕默德(Ranis and Mahmood 1992)认为成功应该归因于这些经济自然资源贫乏。另外，我认为人口规模小也是原因。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十分无效率，成本很高。欠发达经济实行这个战略能够维持多久，取决于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源来支持它。人均自然资源越多，或者人口规模越大，政府为了支持这一低效率战略所能够动员的资源也就越多。对于自然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的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很快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那时，政府将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被迫执行改革和战略转变(Edwards 1995)。事实上，受到1950年代流行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和民族复兴梦想的激励，台湾和韩国的许多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从未放弃加速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渴望。然而，它们的人均自然资源极端贫乏，人口规模太小。1950年代初台湾一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马上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通货膨胀，不久政府就被迫放弃这一战略 (Tsiang 1984)。1970年代韩国选择重机、重化工业推进战略时，类似的结果出现了，推进战略被推迟。新加坡和香港人口规模都太小，自然资源极度贫乏，难以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
五、战略选择和收敛：经验检验
第VI.3部分有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各种层面的比较可以从经验上加以检验。刘明兴和我的其他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正尝试用跨国的时间系列数据和中国的跨省时间系列数据来检验这些比较的各种推论。在这个部分，我将集中讨论发展战略选择对收入水平收敛的影响。
V.1：战略选择的经验测度
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要求一个经济的制造业部门资本密集度内生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的制造业部门最优资本密集度Ki/Li和该经济的资本禀赋K和劳动禀赋L具有如下函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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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度一个经济对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偏离的程度，我首先构件一个简单的统计指标TCI，它是制造业部门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即制造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劳动比率之间的比值。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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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给出了1970-1992年42个国家的TCI、人均GDP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如图4所示，如果控制了人均收入水平变量，TCI 和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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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TCI、人均GDP和GDP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理论，政府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影响对TCI的选择。

然后我将定义制造业部门的最优技术选择指数TCI*，根据方程（1）的一阶泰勒展开式，我们得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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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个常量，最优技术选择指数TCI*定义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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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TCI*是给定要素禀赋下的最优TCI。

我们将政府的发展战略间接测度如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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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我们预期DS=1。如果政府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我们预期DS>1，如果政府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保护它的传统部门，以便达到就业等目的，我们预期DS<1。DS越异于1，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就越明显。虽然TCI*不能直接被观察到，我们在实证研究中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就是建立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


很显然，上面的指标以制造业资本密集度为基础，并不代表发展战略的全部图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政府可能只支持若干产业，而不是全部制造业；或者它可能仅仅支持某一个产业中的一些大企业，而不是这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另外，要素禀赋的测度是不完备的，特别是无法分开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而且，各个经济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也被忽略了。那些是将来需要研究的课题。

V. 2：经验式设定
用来检验战略选择效应的方法是达尔劳夫和夸(Durlauf and Quah 1999)所讨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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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我首先估计人均GDP围绕其稳定状态的转换路径的对数线性近似的导数增长方程。与一般的新古典模型不同，这种方法明显考虑了经济增长中存在多个均衡的可能性。

考虑下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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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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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j国在t年的人均GDP，X是解释变量，常数项C可以分解为特定国家效应和特定时间效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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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常数。
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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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调整归因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并将其设定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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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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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定从t到t+T期间，最优技术选择指数TCI*是一个正的常数ω。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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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的自然条件。这样，任何由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引致的对TCI*的偏离将因为资本积累率和技术进步率被压低和技术模仿成本上升而降低收敛率。
将(7)代入(6)式，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设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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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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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如果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则(8)式将简化为新古典模型中的一般设定，如果相反，则收敛不会发生。具体地说，如果政府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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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也就是说，初始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增长率的影响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是不确定的。为了检验战略选择对收敛的影响，我们将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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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结果。根据我们的假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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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3：数据

数据包括1970-1992年的42个国家。人均GDP将以两种不同的方法用在回归分析中，第一个方法用的是每年的观察值，第二个方法除1990-1992年外使用的是每5年的平均值。
除了使用总体样本之外，我们也使用29个国家的子样本，这些国家的人均GDP1970年低于8000美元，因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政府扮演的作用很不相同。

因变量是真实人均GDP增长率，我们取人均GDP的对数值差分，人均GDP是1年每或5年的平均数。

解释变量包括除了TCI之外的若干自变量：

GDP：期初真实人均GDP被用来充当初始条件的近似指标。在5年平均的数据集中，GDP包括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的观察致。估计系数符号预期为负。
GDP-1：滞后一年的真实人均GDP的数值。这个变量做为年度数据集中的初始条件。GDP数字取自萨默斯和海斯顿(Summers and Heston 1991)构建的世界全表第5.6表（Penn World Tables Mark 5.6）。这些数据是用1985年的价格（美元）计算的，并且根据购买力平价加以调整。估计系数预计符号为负。
Investment：总投资占GDP的比率包括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数据由伊斯特利和于(Easterly and Yu 2000)提供。估计系数预计符号为正。
    Openness：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率，数据由伊斯特利和于(Easterly and Yu 2000)提供。估计系数预计符号为正。
Inflation：通货膨胀率，数据由伊斯特利和于(Easterly and Yu 2000)提供。估计系数预计符号为负。
Education-p：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和1990年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数据取自巴罗和李(Barro and Lee 2000)。估计系数预计符号为正。
Education-s：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和1990年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数据取自巴罗和李(Barro and Lee 2000)。估计系数预计符号为正。
Pol：政治约束的指标是由海因兹构造的(Henisz 2001)。这个指标越高，政治变化的风险越低，政治权力越分散。估计系数预计有正的符号。
Dummy Variables for legal origin：根据拉鲍特等人的研究(LaPorta, et al. 1999)，国家法律结构的起源可以分为四类：不列颠、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我们使用下列观察值代表这个变量：BL、FL、GL、SL。BL做为回归中的参考变量。
至于对5年平均数据的回归，TCI、Investment、Openness、Inflation和Pol都是用5年平均值构造的，而Education-p和Education-s则是期初的观察值。 上面的所有回归中的解释变量取其自然对数值。在对年度数据集的回归中，用TCI 的一年期滞后值，TCI –1，做为解释变量。Investment、Openness和Inflation用的是当期观察值。人力资本变量没有在回归中得到体现，因为数据集仅仅有5年平均的观察值。
V. 4：结果

经验估计结果列在表2和表3中。表2给出了年度数据集的回归结果，而表3则给出了5年平均值数据集的回归结果。表2中的模型I和模型II和表3中的模型III和模型IV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effect model）的估计结果，国家效应和时间效应都被控制了。LSDV方法被用来把数据拟合于模型。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结果列在表2和表3的底部，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零假设，从而支持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3模型V和模型VI反映的是单向固定时间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这两个模型包括政治约束和法律起源的虚拟变量。模型I、模型III和模型V使用的是总体样本，而模型II和模型IV、模型VI使用的是1970年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组成的子样本。
根据表2和表3给出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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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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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模型中的符号都与预期的相同，而且，除了模型1和模型5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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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估计结果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模型1和模型5中样本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数据。这些结果表明，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对该国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收敛的路径如预期的那样具有显著的影响。
表2和表3也显示，投资、开放度和通货膨胀的估计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并且符号都与相关文献预期的相同。然而，表4给出的人力资本估计结果与一般的预期相矛盾。至于制度环境，一国的法律起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起来要比政治约束强烈。回归结果表明，法国和德国式的法律起源比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律起点更能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正如第IV.3节讨论的那样，通货膨胀率、开放度和投资可能是发展战略选择的内生结果。表4给出了模型I-VI简化方程的估计结果，该简化方程只包括外生变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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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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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系数符号和统计显著性与表2和表3中的估计结果基本上相同。

表2：年度数据集的回归结果
	
	模型 I

(Obs.=886)    
	模型 II

(Obs.=600) 

	LogGDP-1
	-0.89641E-01***

(0.11185E-01)
	-0.85434E-01***     
(0.13219E-01)

	LogGDP-1*Log2TCI-1
	0.68203E-03

(0.46574E-03)
	0.11959E-02*     
(0.63896E-03)

	LogGDP-1*LogTCI-1


	-0.18677E-02*

(0.10647E-02)
	-0.32853E-02**

(0.16049E-02)

	通货膨胀
	-0.46708E-01***

(0.58368E-02)
	-0.45731E-01***

(0.67713E-02)

	开放度
	0.33055E-01***

(0.90370E-02)
	0.29379E-01***

(0.11008E-01)

	投资
	0.67009E-01***

(0.76987E-02)
	0.64519E-01***

(0.96987E-02)

	调整R2
	0.33793
	0.32896

	豪斯曼检验


	67.72
	41.32


1. 括号中数字为标准差。

2.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3：5年平均数据集的回归结果
	
	模型III

(Obs.=201)    
	模型IV

(Obs.=136) 
	模型V

(Obs.=201)    
	模型VI

(Obs.=136) 

	LogGDP
	-0.42640E-01***

(0.10306E-01)
	-0.44530E-01***

(0.10907E-01)
	-0.82460E-02**

(0.37902E-02)
	-0.90825E-02**     
(0.44538E-02)

	LogGDP*

Log2TCI
	0.86405E-03*

(0.45245E-03)
	0.89225E-03*

(0.52083E-03)
	0.30802E-03
(0.23693E-03)
	0.58707E-03*

(0.33046E-03)

	LogGDP*

LogTCI
	-0.23821E-02**

(0.99086E-03)
	-0.25642E-02**

(0.12511E-02)
	-0.16764E-02**

(0.67425E-03)
	-0.25754E-02**

(0.10068E-02)

	通货膨胀
	-0.10459E-01*

(0.57277E-02)
	-0.11851E-01**

(0.59153E-02)
	-0.11167E-01**

(0.49085E-02)
	-0.12434E-01**

(0.54388E-02)

	开放度
	0.28237E-01***

(0.10022E-01)
	0.25110E-01**

(0.10793E-01)
	0.81303E-02**

(0.34001E-02)
	0.75129E-02
(0.47006E-02)

	投资
	0.42788E-01***

(0.10165E-01)
	0.39041E-01***

(0.11548E-01)
	0.35084E-01***

(0.76988E-02)
	0.31956E-01***

(0.10028E-01)

	Education-p


	-0.10806E-01*

(0.55044E-02)
	-0.25344E-01***

(0.82304E-02)
	-0.68793E-02*

(0.34875E-02)
	-0.10148E-01**

(0.47608E-02)

	Education-s


	-0.10742E-01*

(0.63716E-02)
	-0.91805E-02
(0.78165E-02)
	-0.46554E-02
(0.42407E-02)
	-0.12531E-02
(0.51602E-02)

	Pol


	
	
	0.42712E-02
(0.11214E-01)
	0.37748E-03
(0.12444E-01)

	FL
	
	
	0.76658E-02*

(0.42881E-02)
	0.11658E-01**

(0.54501E-02)

	GL
	
	
	0.24761E-01***

(0.52964E-02)
	0.29076E-01***

(0.71247E-02)

	SL
	
	
	0.25582E-02
(0.52345E-02)
	0.48341E-02
(0.12242E-01)

	调整R2
	0.59512
	0.65520
	0.38537
	0.42009

	豪斯曼检验
	25.75
	23.9
	
	


1.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2.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4：没有内生变量的回归结果
	
	年度数据集的回归结果(双向固定效应)
	五年平均数据集的回归结果(单向固定效应)

	
	模型I

(Obs.=924)
	模型II

(Obs.=638)
	模型III

(Obs.=210)
	模型IV

(Obs.=145)
	模型V

(Obs.=210)
	模型VI

(Obs.=145)

	LogGDP
	-0.53626E-01***

(0.12016E-01)
	-0.50957E-01***

(0.14083E-01)
	-0.30991E-01***

(0.10909E-01)
	-0.27513E-01**

(0.11880E-01)
	-0.10535E-01***

(0.36427E-02)
	-0.91645E-02**

(0.43947E-02)

	LogGDP*

Log2TCI
	0.45785E-03
(0.51674E-03)
	0.12292E-02*

(0.69159E-03)
	0.54305E-03
(0.51031E-03)
	0.89087E-03
(0.61539E-03)
	0.23366E-03
(0.24620E-03)
	0.75879E-03**

(0.33883E-03)

	LogGDP*

LogTCI
	-0.28977E-02**

(0.11495E-02)
	-0.49225E-02***

(0.16819E-02)
	-0.35918E-02***

(0.10456E-02)
	-0.44629E-02***

(0.13793E-02)
	-0.21810E-02***

(0.69630E-03)
	-0.36917E-02***

(0.98772E-03)

	Pol


	
	
	
	
	-0.85715E-02
(0.11335E-01)
	-0.13195E-01
(0.12265E-01)

	FL
	
	
	
	
	0.67920E-02*

(0.38512E-02)
	0.73152E-02
(0.49198E-02)


	GL
	
	
	
	
	0.29694E-01***

(0.52554E-02)
	0.34020E-01***

(0.69406E-02)

	SL
	
	
	
	
	0.34483E-02
(0.54092E-02)
	-0.67522E-02
(0.12748E-01)

	调整R2
	0.16982
	0.16731
	0.42853
	0.46800
	0.26526
	0.30766


1.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2.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性评论
在本演讲中，我论证了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能够从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中受益，也没有在收入上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有很强的诱因想尽可能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然而，要素禀赋水平决定了欠发达国家没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所必需的比较优势，如果它们进入或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则它们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和竞争性的市场中将没有自生能力。为了优先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欠发达国家政府常常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通过对利率、汇率和其他价格的一系列扭曲给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并且使用行政手段将价格受到扭曲的资源直接配置给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使用上述政策手段，欠发达国家可以建立起在尖端产业采用先进技术的企业，但是该产业和技术选择并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然而，金融市场发育将受到压抑，对外贸易发展受阻，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国民经济将十分没有竞争力，国家将不能在收入方面收敛于发达国家。
我这里论证了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对欠发达国家是更好的发展战略。这是因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会诱导欠发达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国民经济也将是有竞争力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从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也会比较快。因此，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跨国回归分析中得到的经验结果与上述假说一致。为了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需要维持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和竞争性的市场。政府也可以采用产业政策以协助企业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不过，产业政策的作用仅限于信息分享、投资协调和外部性补偿。
无论是好是坏，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正如刘易斯指出的那样(Lewis 1955, 第376页)，“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需要来自睿智的政府的积极刺激就能够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现实中存在大量政府损害经济生活的实例……”在这里我要向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呼吁，想成为睿智的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推行正确的发展战略！
附录I：人均GDP平均值、人均GDP增长率和TCI

	
	
	1970-74年
	1975-79年
	1980-84年
	1985-89年
	1990-92年

	澳大利亚
	GDP P.C.
	11138.2 
	11859.8 
	12679.8 
	14170.2 
	14386.3 

	
	% GDP P.C.
	0.018 
	0.014 
	0.016 
	0.022 
	-0.009 

	
	TCI
	0.592 
	0.515 
	0.484 
	0.575 
	0.690 

	奥地利
	GDP P.C.
	8258.0 
	9609.8 
	10601.0 
	11616.6 
	12833.3 

	
	% GDP P.C.
	0.045 
	0.026 
	0.013 
	0.025 
	0.017 

	
	TCI
	0.915 
	0.854 
	0.830 
	0.891 
	0.952 

	比利时
	GDP P.C.
	9043.6 
	10227.4 
	11026.4 
	11919.2 
	13375.0 

	
	% GDP P.C.
	0.046 
	0.016 
	0.010 
	0.026 
	0.017 

	
	TCI
	0.774 
	0.763 
	0.752 
	0.998 
	1.318 

	加拿大
	GDP P.C.
	11185.4 
	13229.0 
	14297.4 
	16600.4 
	16634.3 

	
	% GDP P.C.
	0.041 
	0.029 
	0.012 
	0.032 
	-0.023 

	
	TCI
	1.015 
	1.038 
	0.962 
	0.989 
	0.864 

	智利
	GDP P.C.
	3702.8 
	3249.8 
	3609.0 
	3834.2 
	4566.3 

	
	% GDP P.C.
	0.000 
	0.008 
	-0.018 
	0.051 
	0.038 

	
	TCI
	2.144 
	2.198 
	3.256 
	1.891 
	0.662 

	哥伦比亚
	GDP P.C.
	2332.4 
	2683.8 
	2944.2 
	3139.6 
	3325.7 

	
	% GDP P.C.
	0.041 
	0.027 
	0.005 
	0.022 
	0.009 

	
	TCI
	2.507 
	2.020 
	2.232 
	2.289 
	2.394 

	哥斯达黎加
	GDP P.C.
	3108.4 
	3589.4 
	3301.4 
	3317.6 
	3504.3 

	
	% GDP P.C.
	0.040 
	0.028 
	-0.035 
	0.014 
	0.011 

	
	TCI
	1.989 
	1.663 
	1.603 
	1.687 
	1.698 

	洪都拉斯
	GDP P.C.
	4179.2 
	4257.6 
	5660.0 
	7032.8 
	8712.3 

	
	% GDP P.C.
	0.008 
	0.055 
	0.042 
	0.046 
	0.051 

	
	TCI
	1.732 
	1.631 
	1.035 
	0.807 
	0.736 

	丹麦
	GDP P.C.
	10183.0 
	10965.0 
	11653.6 
	13425.2 
	14005.0 

	
	% GDP P.C.
	0.017 
	0.019 
	0.016 
	0.019 
	0.010 

	
	TCI
	0.705 
	0.801 
	0.904 
	0.965 
	0.854 

	埃及
	GDP P.C.
	1186.0 
	1412.0 
	1763.0 
	1914.4 
	1898.0 

	
	% GDP P.C.
	0.011 
	0.052 
	0.045 
	0.000 
	-0.007 

	
	TCI
	4.319 
	3.971 
	4.183 
	3.767 
	3.307 

	萨尔瓦多    
	GDP P.C.
	1889.8 
	2194.0 
	1831.2 
	1826.0 
	1851.0 

	
	% GDP P.C.
	0.014 
	0.023 
	-0.044 
	0.004 
	0.010 

	
	TCI
	6.058 
	6.004 
	8.169 
	7.948 
	6.772 

	芬兰
	GDP P.C.
	8799.4 
	9638.8 
	11241.0 
	12929.2 
	12907.3 

	
	% GDP P.C.
	0.052 
	0.013 
	0.027 
	0.038 
	-0.057 

	
	TCI
	0.890 
	0.894 
	0.836 
	0.914 
	1.051 

	法国
	GDP P.C.
	9880.2 
	11019.8 
	11888.4 
	12871.6 
	13897.3 

	
	% GDP P.C.
	0.036 
	0.021 
	0.006 
	0.025 
	0.007 

	
	TCI
	0.930 
	0.820 
	0.790 
	0.889 
	0.990 


附录I (续表)：人均GDP平均值、人均GDP增长率和TCI

	
	
	1970-74年
	1975-79年
	1980-84年
	1985-89年
	1990-92年

	德国
	GDP P.C.
	9888.4 
	11019.8 
	11930.0 
	13136.8 
	14598.7 

	
	% GDP P.C.
	0.026 
	0.030 
	0.007 
	0.024 
	0.020 

	
	TCI
	0.658 
	0.706 
	0.708 
	0.769 
	0.849 

	希腊
	GDP P.C.
	4754.8 
	5564.8 
	5943.4 
	6388.8 
	6773.2 

	
	% GDP P.C.
	0.048 
	0.034 
	0.004 
	0.023 
	0.002 

	
	TCI
	1.602 
	1.550 
	1.569 
	1.650 
	1.879 

	危地马拉
	GDP P.C.
	2135.2 
	2461.4 
	2371.2 
	2098.6 
	2175.0 

	
	% GDP P.C.
	0.030 
	0.026 
	-0.033 
	-0.004 
	0.017 

	
	TCI
	15.095 
	15.217 
	15.974 
	19.242 
	26.836 

	冰岛
	GDP P.C.
	7856.0 
	9750.2 
	11774.8 
	13172.4 
	13095.7 

	
	% GDP P.C.
	0.069 
	0.045 
	0.019 
	0.024 
	-0.022 

	
	TCI
	0.629 
	0.566 
	0.573 
	0.670 
	0.846 

	印度
	GDP P.C.
	789.4 
	840.6 
	944.0 
	1140.8 
	1265.7 

	
	% GDP P.C.
	0.002 
	0.018 
	0.037 
	0.041 
	0.012 

	
	TCI
	9.747 
	9.315 
	9.746 
	11.456 
	10.934 

	印度尼西亚
	GDP P.C.
	787.6 
	1056.0 
	1485.6 
	1719.2 
	2040.0 

	
	% GDP P.C.
	0.054 
	0.058 
	0.060 
	0.025 
	0.047 

	
	TCI
	6.680 
	4.469 
	3.115 
	2.022 
	2.247 

	爱尔兰
	GDP P.C.
	5368.4 
	6268.4 
	6974.0 
	7695.4 
	9435.3 

	
	% GDP P.C.
	0.034 
	0.035 
	0.009 
	0.036 
	0.041 

	
	TCI
	1.079 
	1.188 
	1.256 
	1.399 
	1.304 

	以色列
	GDP P.C.
	6828.4 
	7371.6 
	8122.0 
	8787.6 
	9555.0 

	
	% GDP P.C.
	0.052 
	0.004 
	0.016 
	0.018 
	0.031 

	
	TCI
	0.767 
	0.826 
	0.905 
	1.061 
	1.124 

	意大利
	GDP P.C.
	7969.2 
	9044.4 
	10345.6 
	11508.6 
	12603.7 

	
	% GDP P.C.
	0.038 
	0.025 
	0.014 
	0.030 
	0.013 

	
	TCI
	1.254 
	1.315 
	1.426 
	1.499 
	1.475 

	日本
	GDP P.C.
	7934.0 
	9030.2 
	10633.6 
	12611.8 
	14790.7 

	
	% GDP P.C.
	0.044 
	0.032 
	0.028 
	0.040 
	0.032 

	
	TCI
	1.626 
	1.855 
	2.458 
	2.339 
	2.029 

	肯尼亚
	GDP P.C.
	765.0 
	862.6 
	862.0 
	869.6 
	909.0 

	
	% GDP P.C.
	0.035 
	0.019 
	-0.022 
	0.019 
	0.000 

	
	TCI
	8.874 
	8.083 
	7.107 
	7.210 
	9.593 

	韩国
	GDP P.C.
	1928.4 
	2813.0 
	3483.4 
	5123.8 
	7157.9 

	
	% GDP P.C.
	0.086 
	0.079 
	0.037 
	0.084 
	0.071 

	
	TCI
	2.777 
	1.718 
	1.738 
	1.552 
	1.733 

	荷兰
	GDP P.C.
	9757.4 
	10850.2 
	11100.6 
	11974.4 
	13168.7 

	
	% GDP P.C.
	0.034 
	0.017 
	0.000 
	0.022 
	0.018 

	
	TCI
	0.875 
	0.974 
	1.145 
	1.324 
	1.349 


附录I (续表)：人均GDP平均值、人均GDP增长率和TCI
	
	
	1970-74年
	1975-79年
	1980-84年
	1985-89年
	1990-92年

	新西兰
	GDP P.C.
	10168.2 
	10316.0 
	10904.6 
	11619.6 
	11310.0 

	
	% GDP P.C.
	0.039 
	-0.014 
	0.020 
	0.005 
	-0.012 

	
	TCI
	0.669 
	0.602 
	0.767 
	1.039 
	1.115 

	挪威
	GDP P.C.
	8726.4 
	10770.6 
	12537.4 
	14588.6 
	15155.7 

	
	% GDP P.C.
	0.035 
	0.043 
	0.028 
	0.017 
	0.020 

	
	TCI
	0.697 
	0.668 
	0.700 
	0.729 
	0.851 

	巴基斯坦
	GDP P.C.
	948.0 
	980.4 
	1143.0 
	1323.8 
	1406.7 

	
	% GDP P.C.
	-0.003 
	0.024 
	0.027 
	0.029 
	0.008 

	
	TCI
	6.886 
	10.085 
	12.439 
	11.516 
	11.739 

	秘鲁
	GDP P.C.
	2876.4 
	2981.4 
	2809.6 
	2681.8 
	2150.0 

	
	% GDP P.C.
	0.037 
	-0.023 
	-0.017 
	-0.027 
	-0.024 

	
	TCI
	2.729 
	3.247 
	3.600 
	3.212 
	3.878 

	菲律宾
	GDP P.C.
	1483.2 
	1734.6 
	1838.2 
	1618.2 
	1717.0 

	
	% GDP P.C.
	0.025 
	0.031 
	-0.022 
	0.008 
	-0.009 

	
	TCI
	7.929 
	5.022 
	4.724 
	5.983 
	4.243 

	葡萄牙
	GDP P.C.
	4028.8 
	4590.6 
	5034.6 
	5721.0 
	7673.6 

	
	% GDP P.C.
	0.087 
	0.009 
	0.005 
	0.056 
	0.060 

	
	TCI
	1.247 
	1.213 
	1.211 
	1.105 
	0.546 

	南非
	GDP P.C.
	3381.2 
	3421.8 
	3524.8 
	3323.2 
	3167.3 

	
	% GDP P.C.
	0.038 
	-0.016 
	0.009 
	-0.009 
	-0.028 

	
	TCI
	1.416 
	1.335 
	1.530 
	1.590 
	1.766 

	斯里兰卡
	GDP P.C.
	1246.4 
	1411.8 
	1778.0 
	2039.6 
	2165.7 

	
	% GDP P.C.
	0.009 
	0.036 
	0.044 
	0.011 
	0.028 

	
	TCI
	4.449 
	3.040 
	1.965 
	1.416 
	1.020 

	瑞典
	GDP P.C.
	11110.4 
	11951.6 
	12636.2 
	14078.6 
	14370.3 

	
	% GDP P.C.
	0.023 
	0.009 
	0.015 
	0.021 
	-0.016 

	
	TCI
	0.773 
	0.842 
	0.889 
	0.950 
	1.095 

	叙利亚
	GDP P.C.
	2701.8 
	3996.0 
	4377.4 
	3952.8 
	4057.7 

	
	% GDP P.C.
	0.068 
	0.050 
	-0.009 
	-0.013 
	0.047 

	
	TCI
	3.640 
	4.421 
	5.762 
	6.540 
	6.228 

	中国台湾
	GDP P.C.
	2624.6 
	3625.0 
	4778.0 
	6567.6 
	8576.1 

	
	% GDP P.C.
	0.079 
	0.069 
	0.044 
	0.075 
	0.054 

	
	TCI
	1.619 
	1.312 
	1.015 
	0.911 
	0.989 

	土耳其
	GDP P.C.
	2432.4 
	2992.8 
	2906.2 
	3329.4 
	3738.0 

	
	% GDP P.C.
	0.041 
	0.021 
	0.004 
	0.024 
	0.037 

	
	TCI
	7.813 
	6.312 
	5.942 
	4.306 
	3.414 

	英国
	GDP P.C.
	9035.6 
	9840.2 
	10383.6 
	12291.2 
	12919.7 

	
	% GDP P.C.
	0.025 
	0.021 
	0.009 
	0.039 
	-0.013 

	
	TCI
	0.707 
	0.694 
	0.840 
	0.885 
	0.897 

	美国
	GDP P.C.
	13680.0 
	14772.4 
	15447.8 
	17281.8 
	17864.3 

	
	% GDP P.C.
	0.016 
	0.021 
	0.008 
	0.021 
	-0.003 

	
	TCI
	0.675 
	0.744 
	0.871 
	0.870 
	0.907 

	委内瑞拉
	GDP P.C.
	7525.6 
	7944.4 
	6874.2 
	6354.6 
	6586.0 

	
	% GDP P.C.
	-0.005 
	0.017 
	-0.048 
	-0.015 
	0.060 

	
	TCI
	2.445 
	1.707 
	1.992 
	2.201 
	2.645 

	津巴布韦
	GDP P.C.
	1199.2 
	1210.0 
	1278.0 
	1171.4 
	1197.3 

	
	% GDP P.C.
	0.059 
	-0.027 
	0.003 
	-0.006 
	-0.003 

	
	TCI
	3.473 
	3.662 
	3.299 
	4.118 
	5.814 


注：1)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第一行中的数字是人均GDP，用1985年美元度量，第二行是人均GDP增长率，第三行是TCI；2)人均GDP增长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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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期，(T-t) 是观察值时间间距的长度。
附录II：TCI的计算
我们对技术选择指数(TCI)的计算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补足缺失的数值。构建TCL指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获取整个国民经济和制造业的固定资本投资时间序列资料。克里格等人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时间序列数据集和相关的国内价格折算因子(Crego, et al. 2000)。为了补足缺失的数值，我们使用了两种方法。首先，我们使用克里格提供的投资折算因子和海斯顿、萨默斯(Heston and Summers 1991)提供的CPI资料将两类固定资产投资和名义GDP转换为1990年各国本币不变价格表示的数值，并假定固定投资的变化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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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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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价格度量的真实值。拟合的结果补足了固定投资序列所缺失的数值。第二种方法直接使用固定投资序列的ARM模型。上述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高度近似，在后面的计算中我们使用第一种方法得出的结果。
第二步是计算1970-1992年整个国民经济和制造业的物质资本存量。与克里格等人的研究(Crego, et al. 2000)相同，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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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使用了j年之后资产的生产率比率，用L表示资产的生命周期。这样，我们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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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sj<1，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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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资产生产率比率将随着时间而下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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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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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β是限定了上限范围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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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的参数。当0(j<L时，这个设定也意味着
     dsj/dj = L(( - 1)/(L - (j)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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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整个生命周期中生产率比率会下降，下降的速度取决于(值。通过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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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根据上述方法估计出资本存量值。
第三步是计算TCI。计算TCL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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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j个国家的制造业资本劳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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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取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制造业数据库(UNIDO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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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取自萨默斯和海斯顿的研究结果(Summers and Hest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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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2001年5月14日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首讲的讲稿。作者感谢Gary Becker, 陈抗, James Heckman, Ralph Huenemann, 大冢启二郎, George Rosen, Jan Svejnar, 钱颖一, Kislev Yoav, 周浩, 和其他讲座参与者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在准备这篇文章时，刘明兴、章奇、刘培林提供了许多帮助。中文稿由胡书东翻译。上述诸人的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 从很低的水平起步，日本人均收入用现价美元衡量，已经于1988年超过了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于1996年超过了美国。台湾、韩国和香港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都显著缩小。


� 也有其他经济学家对合适技术持有类似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Takatoshi(1998)根据东亚奇迹的经验教训，使用“飞鹅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的隐喻来描述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技术扩散的特征。但是，从这个隐喻里并不能得出明显的政策建议。


� 格里芬(Griffin 1999)将发展战略分为六类：货币主义、开放经济、工业化、绿色革命、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战略。


� 为了简化起见，讨论时我忽略了自然资源禀赋。不过，即使将自然资源一并考虑，也并不影响讨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 


� 重工业在过去是最先进的部门。今天欠发达国家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和其它高技术产业上，这些目前是最为资本密集型领域。


� 这次讨论我的重点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发达国家政府可以采取其他形式的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比如常常出于保障就业的目的而保护夕阳产业中的企业，这些产业已经因为该国的禀赋结构升级而丧失比较优势。


� 欠发达国家追求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利率和汇率扭曲是很普遍的现象。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欠发达国家，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工资水平常常也被扭曲了。(Lin et al. 1996).


� 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也能将资本配给那些不属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这事实上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过的实际经验。当然，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收到的资本会少于政府不选择该战略时的资本量。另外，在确保优先发展的产业资金配给之后，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来配置剩余的资本，不过，此时市场利率将会比资本完全由市场配置时高。市场工资率则正好相反，因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对劳动的需求比较少，此时，市场工资率会低于完全由市场配置时的水平。这样，非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就会在生产中选择比没有政府干预时更为劳动密集的技术。上面的分析也适用于对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的外汇配置情况。


� 寻租的损失估计要远远大于资源扭曲配置所造成的损失 (Kruger 1974). 


� 在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对企业的支持时，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观点(Redding 1999)。然而，在我们的框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仅仅当政府的支持仅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和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外部性时才是成立的。产业应该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新产业中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支持取消，这些企业就会倒闭。


�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墨菲、施雷弗和维希尼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a, b) ，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 近年来，许多文章都认为，不同的技术可能要求有不同程度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偏向 (Katz and Murphy 1992; Berman, Bound and Griliches 1994; Acemoglu 1998; Caselli 1999)。关于技巧互补性的这个思想已经被用来解释美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工资不平等性的上升现象。


� 1990年代初我曾经在美国遇到过现代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他告诉我，现代在成功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小汽车10年以后仍然处于亏本状态。


� 韩国是该战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 台湾和韩国是一个好的比较，台湾始终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战略，而韩国则常常试图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结果台湾的GDP增长率、收入分配、宏观稳定性和其它发展指标都优于韩国。


� 最近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受到的影响相对轻微，而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它国受到的打击相对较重。在这两组经济中，表现各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发展战略各不相同。前者更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后者则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Lin 2000)。


� 1970-1992年42个国家人均GDP、GDP增长率和TCI 数据列在附录I中，计算TCI 的方法和数据来源列在附录II中。


� 除了要素禀赋之外， TCI*预期是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的函数。


� 这个测度首先用于林和姚的研究中(Lin and Yao 2001)。


� 另外一种方法值得注意，该方法集中关注生产函数的非凸性和贫困陷阱，使用这种方法在跨国动态变动中可以发现多个区段，带有所谓的极化效应，各个区段中的收敛率根据时间和初始状态的不同而变化 (Durlauf 1993; Galor and Zeira 1993)。这些发现表明，初始条件对于收敛是重要的。然而，这种方法太简单，仅仅通过门槛效应不足以解释东亚新工业化经济的成功，因为它们的初始条件与其它不成功的亚洲经济如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差别并不是很显著。


� 在一般的情况下，� EMBED Equation.3  ���，这里� EMBED Equation.3  ���，� EMBED Equation.3  ���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 EMBED Equation.3  ���，� EMBED Equation.3  ���是折旧率，� EMBED Equation.3  ���式劳动增长率，� EMBED Equation.3  ���是技术进步率(Durlauf and Quah 1999)。既然所有的参数都是外生给定的，那么� EMBED Equation.3  ���在收敛路径上就必须是个常数。


� 一般地说，给定时间长度上的平均值能够消除商业周期的影响。然而，时间长度的随意选择也会导致回归模型的设定错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有理论的规则可让我们用来分系更高或更低的频率的平均值所可能导致的设定错误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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